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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一 章 　　绪 论

我国是最早发明印刷术的国家。我国雕版印刷源于中唐，兴于

宋、元，盛于明、清。明、清两代是我国雕版印书的黄金时代，其刻书

盛况，远超宋、元，更为唐代所不及。我国古代刻书有官、私之分。中

央和地方各部门主持或付帑雕书，谓之官刻；个人主持或出资梓

书，叫做私刻。私刻主要包括坊刻、家刻、塾刻等形式。明、清两代

私人刻书甚为普遍，私人刻家分布很广，犹如天上的繁星布满大江

南北、黄河上下，而以江南地区为多；在江南，则以今日华东地区所

属部分为最多。这是因为该地区自古以来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

产丰富，交通便利，经济繁荣，科技先进，文教发达。这些因素既为

这一地区私人刻书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又为其图书销售提供了广

阔的市场。

明、清两代江南私人刻家之多，刊书之众，技术之高，印品之

精，影响之大，皆是该地区宋、元诸代所无与伦比的，也是同时期其

他地区所无法匹敌的。

明、清两代江南私人刻书者有数百家之多，并形成了几个较大

的刻书中心。明万历年间学者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经籍会通

四》说“：余所见当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

刻、歙刻骤精，遂与苏、常争价。蜀本行世甚寡，闽本最下。”明万历

年间另一学者谢肇淛《五杂俎》卷十三也说：“今杭刻不足称矣，金

陵、吴兴、新安三地剞劂之精，不下宋版⋯⋯闽建（今福建建宁）有

书坊，出书最多。”胡、谢两学者皆为明人，耳闻目睹，所论有据。他

们虽是评价明代私人刻书质量，却也道出了明代私人刻书的主要

地点。这些主要地点均处长江以南。当今学者也多同意此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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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毛春翔在《古书版本常谈》（下 一书中说“：明版本，若称《常谈

就地方而言，则苏、浙、皖、闽为刊刻中心地。”时至清代，除闽建外，

其余几个刻书中心依然繁盛。清学者王士禛《居易录》卷十四说：

“近则金陵、苏、杭，书坊刻版盛行。建本不复过岭。蜀更 ，城廓兵

丘墟，都无刊书之事。京师亦鲜佳手。”清另一学者金埴《不下带

编》卷四说“：今闽本书久绝矣，惟白下（金陵）、吴门（苏常）、西泠

下称（杭州）三地书行于世。”王重民先生《中国善本书提要 《提

指要 出：“至于刻书地点，清初则以南京、苏州、杭州为最多最

好。”明、清两代江苏有苏、常和金陵两大刻书中心。前者包括苏州、

常州、无锡、松江等地区。浙之刻书中心主要有杭州和湖州两处，同

时分别包括各自的临近地区。皖之刻书中心在徽州（今歙县），包括

皖南其他地区。明时闽之刻书中心在建宁，包括建阳、建安等地。

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一次伟大的技术革命。世界上

第一个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是我国北宋庆历年间的毕升，他所用的

是胶泥活字。进入元代，皇庆年间的王祯创造木活字印书成功，把

活字印刷术又推进了一大步。值得注意的是，两人的印刷实践活动

都是在江南地区进行的。前者在浙之杭州，后者在皖之旌德，这是

与宋、元时期该地区私人刻书的普及分不开的。

用金属活字印书，被认为是印刷术的一大发展。明中叶，该地

区苏、常、金陵、浙江、闽建等地皆有用铜活字印书之事，尤以苏、常

地区盛行。无锡华、安两姓铜活字印书在版刻界享有盛誉。除铜活

字印书外，这里在明时还有铅活字和锡活字印。该地区清时用金属

活字印书也较为普遍，并为引进近代铅印技术创造了条件。

用泥活字印书成功，意义尤为深远。清道光年间李瑶在杭州用

胶泥活字成功地排印了《校补金石例四种》等两种书。与其同时，皖

南泾县翟金 年之努力，制泥活字生经 万多个，并按毕升之

法，“火烧令坚”，于道光年间用其排印了《泥版试印初编》等几种

书。他们俩人按毕升之法，用泥活字印书成功，雄辩地说明了毕升



第 3 页

之法是可行的，毕升是活字印刷术的发明者；同时也有力地批驳了

当时西方一些学者认为毕氏之法不可靠，德国谷腾堡是活字印刷

术的发明者这一论调。

明、清时期这一地区除用金属活字和泥活字印书外，还用木活

字印书，使王祯的木活字印法得到了应用和发展。清时徽人程伟元

在外地先后两次用木活字排印了《红楼梦》一书，被分别称为“程甲

本”和“程乙本”，至今仍受到人们的欢迎和重视。

套印技术的发明和应用，是古代印刷史上又一个里程碑。这项

技术也是该地区名工发明的，又是首先在这里得到广泛应用和发

展的。明时徽州名工起先用涂版的方法印出不同颜色的花卉，进而

程大约用套版法印出了多色的《程氏墨苑》。使用此法最多的要数

浙之乌程凌、闵两家。 多种，名扬中外。金他们套印的书籍达

陵名工采用此法又有创新。他们在原套印法基础上，又发明了“饾

版”和“拱花”技法，使套印技术更臻完善“。饾版”和“拱花”的发明，

是对套印技术的一大贡献。吴法祥和“十竹斋”分别用此法印造的

《箩轩变古笺谱》和《十竹斋书画谱》等书，是有口皆碑的佳品。此法

以后经过不断翻新，今日仍在采用。

该地区明、清时期印刷技术之所以能领先于其他地区，主要原

因之一是有一支技术熟练的刻工队伍。他们为数众多，仅苏、常地

区在明中期就有刻工 多人，徽州黄氏一门就有 多名。他们

能刻善印，不仅能刊刻出质优的书籍，也能雕印出精美的画图。明

钱泳《履园丛话》卷十二说，明时“雕工随处有之，宁国、徽州、苏州

最盛，亦最巧”。他们于明、清两代在该地区操刀刻书数以万计种

次，镌画数以万计幅次。 种（以苏之常熟“汲古阁”一家就刻书

单书计算，下同），明金陵“富春堂”一坊镌画就有 多幅。正因

为明时江南地区所梓版画数量庞大，且风格不一，便形成了新安、

金陵、建安三大派别，使我国明代版画在世界版画史上“曾经有过

很体面的历史（”鲁迅《木刻纪程 小引》），其中新安、金陵两派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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画至清季仍方兴未艾。在其影响下，苏州桃花坞木版年画于清后期

又异军突起，显赫一时。

明、清时期江南不仅刻书盛行，抄书也盛行。据吴晗《江浙藏书

下称《史略 一书统计 多家史略 ，明、清两代江、浙抄书家有

人。其中江苏的抄书家也多属于江南。“汲古阁”毛氏影宋抄本世

称精绝，被誉为“毛抄”。清代武林劳格兄弟抄书也很精，被称为“劳

抄”。长洲朱存理抄书与众又有不同。他除翻抄外，还进行辑抄。他

抄的《铁网珊瑚》，很为世人称道。时至近代，以石印和铅印为主体

的近代印刷术传入我国，当时称之为新式印法。由于该地区原来印

刷基础较好，西方近代机器印刷技术很快在这里得到推广。当时全

国采用新式印法的有 多家，而该地区就占 多家。其中尤以

上海为多，到 年，这里已有 多家采用新式印法。用新式印

法印书较多的是苏州的“扫叶山房”、上海的“商务印书馆”“、文明

书局”“、点石斋”几家，所印书在当时颇有影响。

通过上面的简要叙述便不难看出，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私人刻

书在中国出版事业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认真研究明、清两代

该地区私人刻书的成就，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对于我们今天继承

历史文化遗产和推动今日出版事业的发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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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明、清江南私人刻书兴起背景

第一节　　社会政治、经济原因

明太祖朱元璋曾参加过农民起义军，深知人民力量的伟大。元

代来去匆匆的历史教训，他不得不吸取。他刚定都金陵，就采取了

与民休息政策。他说“恣意奢欲，使百姓困乏”，就将“至于亡乱”

明太祖实录》卷一七六）。他反复告诫儿孙和臣僚，要“取之有制，

用之有节”，若置百姓死活于不顾，横征暴敛，就如同骑士“急衔勒，

厉鞭策，求骋不已，鲜不颠 明太祖蹶，马既颠蹶，人独能无伤乎”

实录》卷七六）他建都金陵后，为了长治久安，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为整顿和维护社会秩序，他建立了“黄册、鱼鳞册”户籍制度和“里

甲”乡村管理制度，使百姓停止逃乱，开始稳定下来。他针对“丧乱

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 明太祖实录》卷三四）的状况，实行了

奖励垦荒的政策“。召民耕，人给十五亩，蔬（菜）二亩，免租三年”，

并规定“额外垦荒者永不起科” 明史》卷七七《食货志》）。到洪武

年时间，七年仅 全国共垦荒地 顷 明太祖实录》卷九

五）。与此同时，他还提倡兴修水利。到洪武二十八年，全国共开塘

堰 处 明太祖实录》卷二三四）。实行这些措施的结果，使农

业生产得到较快发展，“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

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 明史》卷七八《食

。
货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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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初期在发展民间工商业方面，政策较元时有所放宽。例如采

矿，明初取消了限制百姓开采铁矿的禁令，“令民得自采炼，每三十

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分取其二” 。在税收方面，较元时有所减

轻，规定商税“三十而取一”。洪武十三年，政府又下令“舟车丝布之

类，皆勿税（”《明史》卷八一《食货志》）。其结果，使明代前期社会比

较稳定，社会经济得到了恢复和发展。

江南地区由于自然条件优越和劳动力充足等因素，社会经济

更显繁荣。苏州是丝织品的重要产地。明张瀚《东窗梦语》说：“东

南之利莫大于罗绮绢纻，而三吴为最。”松江“所出布匹，日以万

计”“，远近流通（”徐光启《农政全书》卷八一）。这里的商业经济也

很繁荣。当时全国较大的商 余座，其中以京师金陵数一数城有

二，城内商店林立，百货云集“，塌房（”堆放货物的地方）遍布大街

小巷。苏州、松江、徽州、扬州、杭州、建宁也都是当时重要的商业城

市。苏州、松江主要是纺织品集散地。值得一提的是徽州。据《歙

县志》记载，当时徽州“田少民稠，商贾居十之七”。徽州是一个以贾

代耕的经济活跃地区，徽贾足迹“几遍宇内”，故有“天下无商不徽”

之说。建宁书肆比较繁荣，建阳更为突出。据嘉靖《建阳县志》卷三

记载“：书市，在崇化里，比屋皆鬻书籍，天下客商贩者如织。”江南

地区经济的繁荣，是这里刻书手工业发展的基础。所以从明中叶开

始，这里私人刻书业很快得到了恢复，并迅速发展起来。但是到了

明末，战乱时有，社会不宁，社会经济遭到了破坏，私人刻书也因之

受到影响。如明末常熟著名出版家毛晋父子在崇祯年间已将《十七

史》书板雕成，因战乱未能合印，颇有损失，直到清顺治庚子方修补

完，乃刊行。明末私人刻书业已不如明中期繁盛。

清代初期，战事依然频繁，社会很不安定，社会经济受到严重

破坏，江南地区也未能幸免。在江南各省，清军先后对南明政权和

农民抗清斗争的镇压达 多年之久。“大兵所至，田舍一空” 皇

清奏议》卷一五）。据《清实录》等材料所载，明末全国耕地面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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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亩。华东江南一向人亿亩，清顺治末年（ 年）仅有 口稠

密、土地高度集中的江苏宜兴地区，清初也是“荒田连陌千顷，其多

清朝经世文编》卷者以里数计” 三八）“。闽浙用兵，百姓摊派之苦

⋯⋯十室九空（”《皇清奏议》卷一四）。顺治二年，嘉定、江阴、宁国、

松江、吴县等地为反对剃发，遭清军血腥镇压。仅嘉定一地在一个

次，被害半月内被屠杀 者达 万人，历史上称之为“嘉定三屠”。

在这样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下，人民生命与财产都没有安全保障，私

人刻书业也就谈不上恢复和发展。

清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必须设法缓和民族矛盾，恢复和

发展生产，减轻人民负担。为了恢复和发展生产，在农业方面，政府

鼓励农民垦荒，并实行了“更名地”和“垦荒令”。因战乱所致，有些

土地变成了无主荒地。政府便“招民开垦”，或要求士兵垦荒。顺治

元年八月，政府将“荒 清世祖实地无主者，分给流民及官民屯种”

录》卷七），这便是“更名地”。顺治六年四月，政府又颁布了“垦荒

令”“，招徕各处逃民，不论原籍别籍，编入保甲开垦荒田，给以印信

执照，永准为业”。康熙帝于康熙二十二年又进一步规定，“如已经

垦熟，不许原主复问（”《清圣祖实录》卷一零八）。康熙对垦荒纳税

政策一再放宽，康熙十年规定垦荒 年起科，十一年又规定 年起

科，十二 田赋二》）。年又放宽至“十年方行起科” 清朝文献通考

对推行“垦荒令”有成绩的各级官吏，政府也给予奖励。顺治十四年

四月规定，如“按一年内⋯⋯州、县垦至三百顷以上者，加升一级”

清世祖实录》卷一零九）“。更名地”和“垦荒令”推行的结果，使清

耕地面积和人口数量增长很快。据《清实录》载：顺治十八年全国耕

地面积为 亿亩，康熙二十五年增长到 亿亩，雍正二年增长

到 亿亩。据《清史稿 食货志一》载：顺治十八年全国人口为

多万，乾隆二十九年增加到 亿 多万。耕地面积和人口

数量的增长，为发展生产奠定了基础。

为了发展农业生产，清政府也大修水利。首先是对黄河、淮河、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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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河以及洪泽湖进行治理。因为这些河湖在明末年久失修，有些地

段经常泛滥，对生产发展带来不利影响。清时在南方修建了不少堤

堰和塘池，如在苏州境内修建 里的“鱼鳞了从金山至杭县全长

石塘”。

清时采取上述措施的结果，使农业单位面积产量有所提高，至

乾隆时农业经济得到了恢复并有所发展。

清初，政府也很重视手工业的恢复和发展。他们改变了赋税方

式。明中叶以来，按“匠籍”向匠户收银，叫“班匠银”。康熙执政时，

于三年下令“，班匠价银，改入条鞭内征收”。此后，又将“班匠银”摊

入地亩征收，“匠籍”也就随之废除。同时还废除了拉工匠义务当官

差的规定。雍正二年，下令“将设立总甲，出票官买，派工侍候，严行

禁止” 职役三》）。乾隆年间又多次重申这清朝文献通考 一禁

令。废除“匠籍”和禁止当官差以后，工匠人身较以前自由，其赋税

负担也有所减轻，地方手工业不仅得到了恢复，而且发展很快。乾

隆末年，江宁民营丝织业就拥有织机 万多张，成为全国最大的丝

织业中心。这里出产的“江绸”“、贡缎”质地优良，驰誉全国，当时

人称“江绸贡缎之名甲天下（”甘福《白下琐言》）。苏、杭二州这时生

产规模虽不及江宁之大，但也还是重要的丝织业中心。当时苏州城

东“比户习织，专其业者不啻万家（”乾隆《长洲县志》卷一六）。杭州

东城杂记》卷下）。也是“机杼之声，比户相闻” 松江则是当时全国

的棉织业中心，这里“秋成之后，家家纺织”。所产线绫、三绫布、漆

纱等，被誉为“天下第一”棉织品。江南制瓷业也很发达，当时景德

镇烧瓷民窑达 座，“终岁烟火相望，工匠人夫不下数十余万”

（道光《浮梁县志》卷八），其繁荣程度皆远超明代。

康、乾时期，随着工农业生产的发展，商业也很快繁荣起来。江

南地区因交通便利、工业发达、人口稠密，商业更显繁荣。江宁城内

商贾云集，大宗贸易比比皆是。苏州在乾隆时已是拥有“十万烟

火”的大都会，其财富“甲于天下”，城里“洋货、皮货、绸缎⋯⋯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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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戏园、游船、酒肆、茶店，如山如林，不知几千万人（”顾公燮《消

夏闲记摘抄》上）。杭州也是“百货所聚”，其繁荣程度不下苏州，所

谓“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另外，镇江、无锡等也都是著名的商城。

当时这里的出口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主要出口瓷器、丝织品、棉

织品、茶叶等。商品经济的繁荣，促进了包括刻书在内的手工业的

发展。

私人刻书有不少是带有经商性质的，如书坊刻书就是这样。明

初朱元璋不仅重视官刻，也重视私雕，并实行了特殊的税收政策，

以鼓励民间刻书。他刚定都金陵，就于“洪武元年八月诏除书籍

税（”龙文彬《明会要》卷二六），为私人刻书减轻了税收负担。对于

包括刻书工人在内的手工工匠，根据其住处距京师远近，分别实行

了“轮班”和“住坐”两种为政府服役的制度。后来又规定，工匠若不

愿服役，也可交银代之，谓之“班匠银”。与元代相比，这种政策有所

放宽，工匠人身也略显自由一些。明中叶该地区私人刻书业能恢复

和发展起来是与此有着一定关系的。但是到明中后期，官府除定期

向工匠收“班匠银”外，还可以随时按匠籍加派官工、勒索财物，使

工匠在经济上承受不了，他们经常逃避，因而手工业生产受到影

响。刻书业也不例外。

时至清初，政府对税收进行了改革。明末清初工匠因税逃避，

使政府“班匠银”欲收无着。据乾隆年间《平湖县志 食货上》载：清

初浙之平湖县匠户“，或人户逃亡，鬼名空寄，以致征解无从”。乾隆

年间《震泽县志 班匠银》也载：清初苏之震泽“，明季原匠子孙，逃

故无追，悬额如故”。为保住“班匠银”这项收入，康熙政府将其改为

按地亩征收。这样做，不仅使官府税收有了保障，也减轻了手工工

匠的纳税负担，同时官府对手工工匠的人身控制也大为削弱，这在

客观上有利于手工业的发展。因此，在康熙执政时，手工业很快便

得到了恢复和发展。私人刻书业作为手工业的一种，也很快发展起

来，江南地区当然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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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科学、文化、教育因素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不仅工农业生产发达，科学研究也相当

活跃，出现了不少有影响的科学家，他们撰写了很多科技著作。这

些著作内容广泛，包括手工业、农业、医学、天算、水利等诸多方面。

明代主要有奉县宋应星的《天工开物》，松江徐光启的《农政全书》，

江阴徐弘祖的《徐霞客游记》，吴县黄省曾的《稻品》、《养鱼经》，徽

州汪机的《外科理例》等。清代主要有宣城梅文鼎历学专著《古今历

法 黍通考》等，数学专著《环 《授时平定三差说》等。在收入

阮元《畴人传》的《梅文鼎传》中，钱大听称梅为“国朝（清）算学第

一”。吴江王锡阐的《晓庵新法》，在天文历算方面，见解独到，自成

一家。梅文鼎在《道古堂集 梅定九征君传》中评价说“：近代历学

以吴江（王锡阐）为最。”另外还有：梅文鼎孙子梅谷成主编的《律历

渊源》，秀水曹溶的《倦圃莳植记》，吴江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吴

县王维德的《外科证治全生集》，等等。社会科学著作主要有清余姚

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宋元学案》、《明夷待访录》，清昆山顾炎武

的《天下郡国利病书》、《日知录》。在社会科学学术研究中，值得一

提的是，清时这里目录考据之学大兴，编出了很多有影响的目录学

著作。主要有两大类型：一是补修史志，二是编制私人藏书目录。如

杭世骏重编的《金史》，卢文弨撰的《宋史艺文志补》等，钱大昕撰的

《元史艺文志》，吴赛撰的《四朝经籍志补》等。私人编制的藏书目录

主要有孙星衍的《孙氏祠堂书目》，钱曾的《述古堂书目》，黄丕烈的

《士礼居藏书题跋记》，等等。

明、清时期江南地区还译进了大量科学著作。见于梁启超《西

学书目表》著录的全国译著有 余种，其中属于江南学者翻译和

出版的为数不少。如明时徐光启与利玛窦合译的《几何原本》、《表

度说》等，达 种之多。清时上海“墨海书馆”一家就译印了《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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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代微积拾级》等自然科学图书多种。

学者们进行科学研究，需要参考大量图书，如徐光启撰《农政

多种。学者们的科研成果也甚为丰全书》一书，引用文献达 富，

仅梅文鼎一人的著述就达 多种。这些都有利于促进本地区私人

刻书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该地区文艺创作也十分繁荣，出现了大量优秀作

品。在明代，这里有长洲冯梦龙的《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

恒言》，即世人所谓的“三言”，乌程凌濛初的初刻、二刻《拍案惊

奇》，即世人所谓的“二拍”，太仓王世贞的《鸣凤记》，山阴徐渭的

《四声猿》，吴门沈璟的《红蕖记》，江西汤显祖的《牡丹亭》，仁和洪

楩的《清平山堂话本》，闽建熊大木的《大宋演义中兴英烈传》和《北

宋志传》，金陵许仲琳的《封神演义》，闽建余象斗的《大宋中兴岳王

传》，昆山梁辰鱼的《浣纱记》。还有吴兴茅坤的《唐宋八大家文抄》，

吴中祝允明的《梅花诗》等书法作品，苏州唐寅的《震泽烟树图》等

绘画作品，上海董其昌的书画作品，以及新安、金陵、建安三派版画

的大量作品等。清时，这里有影响的作品有：钱塘洪升的《长生殿》，

吴兴陈沈的《水浒后传》，苏州沈德潜的《古诗源》，武进陈伯元的

《官场现形记》，丹徒刘鹗的《老残游记》，杭州陈端生的《再生缘》，

常熟曾朴的《孽海花》，吴县朱素臣的《十五贯》，李玉清的《万里

圆》，太仓吴伟业的《琵琶行》等，其作品数量又超越前代。阿英《晚

清小说史》一书指出，晚清小说至少有 种，其中属于江南地区

创作和出版的不在少数。同时，其他文艺作品也很多，如这里仅李

玉清一人就写剧本 多个，朱素臣写传奇 种。清时翻译出版的

文学作品数量也很多。《涵芬楼新书分类目录》“文学类”著录的清

季翻译的小说共 种，其中属于江南地区学者所译的就有半数

之多，仅闽侯人林纾一人就译英、法等西方小说 种。林氏译书

活动大多是在晚清进行的。

明、清时期这里文艺创作的繁荣，对当地私人刻书业的发展比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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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有利。明叶盛《水东日记》卷二十一说：“今书坊相传，射利之徒，

伪为小说杂事，农工商贩抄写绘画，家蓄而人有之，痴呆女妇，尤所

酷好。”这些情况说明当时书坊刻印文艺作品在社会上很有市场。

明、清时期，其他地区文艺创作也较繁荣，同样创作出大量优秀文

艺作品，如《红楼梦》、《聊斋志异》等不胜枚举。因为当时江南地区

书坊多，刻印技术精，其他地区学者也愿将其创作的作品送来这里

刊印，如《聊斋志异》就是浙之鲍廷博代为刊印的。所以其他地区文

艺作品的大量出现，对这里私人刻书业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另外，清后期该地区还创办出版了很多报刊，仅上海一地有名

者就有《申报》、《六合丛谈》、《上海新报》、《新闻报》、《强学报》等

多种。此外杭州等地也创办报刊。这些刊物的创办有利于促进

本地区印刷事业的发展。

明、清时期该地区私人藏书也很盛行，出现了很多有名的藏书

家。据吴晗《史略》统计，从古至清，浙江共有藏书家 人，其中明

代有 人，清代有 人。以时代而言，浙之明、清两代私人藏书

更盛于前代。贺修铭《康熙与清初的图书馆事业》一文认为，“清代

的私人藏书家有二百六十七人之多，并几乎为江浙所独占⋯⋯黄

虞稷是当时的主要代表”。明末毛晋“汲古阁”藏书 册，中多

善本，可谓既多且精。在明代，该地区还有叶盛、范钦、茅坤、祁承

等人也堪称藏书大家，藏书多富特色。钱大昕称叶盛“藏书之富，甲

于海内”。以地区而言，江浙藏书家之多远过于其他地区。来新夏

《清代前期的图书馆事业》一文指出，清代“藏书家大多为著名学

者，尤为前代所未见”，并列表举例说明。值得注意的是，表中所列

人的 中有 人属于江南地区，他们是黄宗羲、全祖望、杭世骏

等。藏书家多，所藏的文献就多，也就为这里私人刻书提供了大量

的底本；藏书家多，收藏典籍的能力就大，同样为这里私人刻书提

供了销售市场。

明、清两代江南地区编辑丛书十分盛行，产生数以千计的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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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在明代，常熟毛晋编有《津逮秘书》，吴中陆楫编有《古今说海》，

吴之冯可宾编有《广百川学海》，长洲顾元庆编有《顾氏文房小说》，

武林胡文焕编有《格致丛书》，宁波范钦编有《范氏二十一种奇书》，

徽人程 婺源汪士荣编有《汉魏丛书》，钱塘钟人杰编有《唐宋丛书》

贤编有《山居杂志》等，数量甚为可观。到了清代，丛书编修工作进

入鼎盛时期，大批学者涉足于此，有影响的丛书大量出现：如湖州

鲍廷博父子编的《知不足斋丛书》，归安陆心源编的《十万卷楼丛

书》，吴县黄丕烈编的《士礼居丛书》，阳湖孙星衍编的《平津馆丛

书》，昭文张海鹏编的《学津讨原》，金坛段玉裁编的《经韵楼丛书》，

江阴缪荃孙编的《云自在阁丛书》，元和江标编的《灵鹣阁丛书》，钱

塘丁丙编的《武林掌故丛编》，徽人王晫和张潮合编的《昭代丛书》

等。阳海清《简述十七种清代自著丛书的渊源流变》一文认为，仅清

学者编撰的独撰丛书一类，“其总数可能近一千种”。我们据《中国

丛书综录》、《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等现有资料统计进行推算，

清学 种左右，含单书者所编丛书当在 万余种次；其中江南

地区学者编的有 多种，含单书 万多种次。学者编修丛书，多

为保存文献和使用，其中辑佚丛书更是如此，因此皆需刊印出来。

由编制丛书所致，明、清时期该地区还翻刻大量宋、元丛书，这就有

利于促进本地区私人刻书业的发展。

明、清两代我国江南教育事业非常发达。朱元璋对教育较为重

视，他深知“武定祸乱，文致太平”的道理，指出“：古之学者，文足以

经邦，武足以勘乱，故能出将入相，安定社稷。（”黄佑《南雍志》卷

一）建都后，他首先在京师金陵兴办国子监，以培养选拔人才。当时

在此就读的，除域内监生外“，日本、琉球、暹逻诸国，亦皆有官生入

学读书，辄加厚赐” 钦定国子监志》卷一八）。永乐十八年，这里学

生多达 余人。在当时来说，它不仅是亚洲最高学府，也是世界

上最大的学校之一。在太学影响下，其他儒学相继兴起，使京师不

仅成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而且成为文化教育中心。明太祖不仅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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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师办学，也重视郡县立学。由于明初重视教育和通过儒学选仕，

激发了社民的诵读热情，于是各地儒学纷纷兴起。

明初江南地区因是京师所在，受其影响，各地儒学大兴，文风

昌盛。明、清时期“，天下书院最盛者，无过东林、江右、关中、徽州”

营造志 学校（道光《徽州府志 。明时全国书院比比皆是。若

以地区而言，长江流域居于首位，有 所；若以省计之“，以江西、

福建、浙江为最多，分别为二百五十一、一百三十八、一百二十所”

。（陈元晖《中国古代的书院制度

清代对教育事业也较为重视，并沿用了明代的科举制度。其目

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通过科举选拔汉族人才，以协助他们巩固

政权；二是用科举制度来笼络和限制汉族知识分子，以缓和他们的

反清情绪。顺治二年，他们便开科考试取仕。其科举内容从“四

书”“、五经”中命题，采用八股程式。为了“汉满试例一体”，顺治十

一年又规定“：满洲、蒙古、汉军会试止准举人应试，其在院部等衙

门他赤 清世祖实录》卷八七）哈哈番、笔贴式哈番等不准会试。”

为了使童生“文武兼资，以谙实用”，清初在实行科举的同时，还在

各府州县开设学校。在京师设有国子监、宗学、八旗官学。

康熙执政后，对教育和选拔人才更为重视。他说：“夫治国家

清圣祖实录》卷一九一）他不论是在征战中，还者，以人材为要。”

是在全国统一后，都不忘选拔人才。他更认识到兴教是培养人才主

要之途。他认为“，振兴文教，将使海内英隽之士，靡不蒸蒸蔚起”。

为了广揽人才，他曾下令，凡有志于学业者“，应与满州诸生一体应

试，编号取中”。为此他还增加了科举选仕的方式，除正科外，又设

特科“：博学鸿词科”“、经学特科”“、孝廉方正科”。他还指出，只有

这样，才能使“学业成就者，不阻抑于仕进（”上均引自《清圣祖实

录》卷一八五）。比如康熙十七年开“博学鸿词科”，一次就取中朱彝

尊等 人，均授翰林院官职。他们称这次开科“，得人极盛”。乾隆

执政后，除延用原来考试外，于乾隆元年又举“博学鸿儒科”，于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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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六年又举“太后万岁恩科”等。

清朝统治者除通过教育选仕外，在巡视与游览中也留意选拔

人才。康熙四十四年，康熙南巡至苏州时“，命选江南、浙江举、贡、

清史稿》卷二六六）。清生、监善者入京修书” 代在发展教育中，也

注意建立书院。雍正十一年曾发布上谕称“：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

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

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由于政府重视，清代共设书

院 多所。据《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一书统计，从区域来说，清代

新建的书院“，长江流域占百分之三十五强”；重修的书院“，长江流

域占百分之四十四强”“。清初，徽属六县计有书院五十四所（”康熙

《徽州府志 营造志 学校 。由此能窥江南书院众多之一斑。清

后期，多数书院分别改办成不同性质的学校。清末新式学堂纷纷建

年间，全国新建学校达 所立。据不完全统计，在 ，

其中有不少属于江南地区，这当然也是与维新派的大力宣传分不

开的。

在书院和学校的影响下，该地区民间诵读之风大盛，“虽十家

村落，亦有讽诵之声”。徽州较为明显，不少人为教子入仕“，延名师

购书籍不惜重金”“，自井闾田野，以至远山深谷，居民之处，莫不有

学有师（”道光《休宁县志》）。社民不仅“处者以学”，行商在外也不

废读。休宁金声幼时随父远贾江汉间，在客居之地也延师受教，可

见当时社民诵读热情之高。办教育离不开课本和参考资料，教育越

发达，需要的这方面材料就越多。这些材料多由本地区书坊刊印。

明、清时期这里百姓生活较其他地区富裕。当他们物质生活稍

有改善，便要求提高文化生活水平。他们一般喜欢阅读小说、诗歌、

戏曲等通俗读物。有些人在经济地位提高后，便对政治地位有一定

的要求，渴望通过读书挤入仕林。在这方面，徽州地区较为明显。民

间因文化生活需要用书量也很大，这些书主要由本地区私人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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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前朝刻书的积极影响

江南地区私人刻书历史悠久，宋、元两代较为普遍。宋时全国

有三大刻书中心，其中有两个在该地区，他们是闽之建宁和浙之临

安。此外“，江西、安徽、四川、江苏等地区都有著名的刻书中心（”丁

。瑜《我国雕版印刷术与活字印刷术的比较研究

进入元代，私人刻书“仍以江、浙、福建为盛（”李致忠《中国古

代 。宋、元时期这里不仅雕印盛行，还开始有了活字印刷。书籍史

宋时毕升在临安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元时大德（今旌德）县尹王祯

用木活字印成《大德县志》一书。他在《农书跋语》中云“：（用木活

字）试印本县志书，约计六万余字，不一月而百部齐成。一如刊版，

使知其可用。”他还创造了韵字轮盘和杂字轮盘，以便于检字排版。

这两项创造是印刷术的又一个飞跃。

宋时闽之建宁一直为我国重要出版地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宋

时建宁有书坊 家之多。宋学者祝穆《方舆胜览》一书说“：建宁麻

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宋朱熹《嘉禾县学藏书记》说：

“建阳麻沙版书籍行四方者，无远不至。”足见当时这里私人刻书之

富，行销之远。在闽建书坊中，尤以余氏知名。叶德辉《书林清话》

（下称《清话 云“：宋刻书盛，首推闽中，而闽中尤以建安为最，建

安尤以余氏为最。”余氏刻书誉满中外。除余氏外，还有熊、叶、郑、

陈等家。

进入元代，闽建私人刻书方兴未艾，著名书坊有 家，仍以余

氏为多。余氏又以“勤有堂”“、勤德堂”“、双桂堂”等为突出。余志

安“勤有堂”刻书最多，影响也最大，今天见传的尚有 余种。此外

刘氏“南涧书堂”、刘锦文 新堂”、虞平斋“务本堂”、郑天泽“宗文

堂”、叶日增“广勤堂”等也都很有名。

宋时浙江私人刻书较盛，刻书地点很多，如临安、湖州、明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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婺州、绍兴、建德等地都盛行刻书，其中临安又盛于其他地方。当时

家。其中临安城瓦子街和众安桥一带刻家很多，可考者有 以“陈

宅书籍铺”“、尹家书铺”“、沈二郎经坊”“、荣六郎书籍铺”为有名，

刻书也最多。如陈起父子的“陈宅书籍铺”先 余种，世称后刻书

杭州“书棚本”。浙之其他地方也刻了不少有影响的书籍，如湖州王

永从一家于绍兴二年出资刊刻的《思溪资福禅院大藏经》一书，共

年多卷，有 由 余人参加刊印， 告成，由此可见当时这里

雕印之盛况。据近人王国维《两浙古刊本考》一书统计，宋代浙之各

种，地私刻之书达 大多为宋刻之上品。

苏、常地区私人刻书在唐时已有，宋时已较为发达，私人刻书

家。其中以范莘刻印的《石湖居者有 士诗文集》一百三十卷和姑

胥居世英刻的《东坡集》四十卷、《后集》二十卷等较为突出。元时

苏、常私家刻书也很多，如俞琰刻的《周易集说》四十卷、《周易参同

契发挥》三卷，高德基刻的《说文字源》一卷，徐达夫刻的《传道四子

书 卷等，也颇有影响。

徽州宋、元时也有刻书。宋时李彦刻的《文选》、《皇朝文鉴》、

《白氏文集》等，其特点与浙闽派颇相近，开版较紧，字体端秀，且别

具一格。还有汪纲、魏克愚、沈有开等也都刻过书。元时徽州私人

刻书又多于宋代，不仅能梓书，也能雕画。如黄叔安和吴俊甫合刻

的《新刊弘相评话武王伐纣书》、《乐毅图齐七国春秋后集》等 种

书，书图刻印皆精妙，文学古籍刊行社于 年将其全部影印刊

行。还有汪氏“商山书塾”、郑氏“师山书院”、郑氏“丛桂堂”等，也都

刻过书。

另外，金陵和湖州两地区在宋、元时也都有私人刻书，不一一

叙述。

转入明代，有的书铺尚存，继续从事刻书；有的老店经过修整，

又开始刻书。入明时，很多元代刻工仍健在。他们充实了 明代私人

刻书力量，并提供了娴熟的刻印技术。同时宋、元刻书在组织、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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